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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数字化时代以后，人力资源将在绩效管理，尤其是绩效反馈这一环节面临挑战。本文以人工智能绩

效反馈助手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比较了“专家”与“伙伴”两种社会角色在工作情景下，社媒

电商行业员工的绩效反馈接受意愿。研究结论表明：该行业员工更愿意接受伙伴型AI绩效助手的绩效改

进建议，此结论是源于如今的职场AI绩效反馈助手尚未完全实现高度拟人化，尚不至于产生“恐怖谷”

效应，有限的互动程度和较强的分析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建立对AI绩效反馈助手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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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digital era, human resources will face challenges i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This article takes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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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feedback assista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com-
pares the willingness of employees in the social media e-commerce industry to accept performance 
feedback under two social roles: “expert” and “partner” in the work scenario. The research conclu-
sion shows that employees in this industry are more willing to accep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partner AI performance assistants. This conclusion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AI per-
formance feedback assistants in the workplace have not yet fully achieved a high degree of anthro-
pomorphism, and have not yet produced the “uncanny valley” effect. Limited interaction and strong 
analytical ability will, to some extent, establish a favorable impression of AI performance feedback 
assi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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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亚马逊开发了一套人工智能系统用以监控员工的工作状态，并将其纳入绩效考核[1]。近年来，

愈来愈多的企业在职场中运用算法，这既减轻了人力资源管理者的繁琐工作和责任，又提高了组织效率

[2]。由此可见，将人工智能融入绩效管理逐渐成为现实，并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2022 年只有 17%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成绩突出，同时，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首

次出现下降[3]。学者们发现，企业管理者更愿意依赖自身直觉而不是算法来做决策[4]；零工工作者会抗

拒由平台算法做出的工作规划和绩效评估[5] [6]，甚至会从采用算法的平台离职[7]。因此，数字化升级不

仅面对着创新带来的资本和技术壁垒，还面对着由组织、员工和消费者对算法的拒绝和回避组成的“用

户壁垒”，这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构成了障碍[8]。 
前人学者在促进人工智能与企业的融合上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目前尚未看到有关人工智能的社会

角色定位对员工绩效反馈接受度影响的相关研究。 
因此，本研究从社会角色出发，将人机信任感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在普通职员与人工智能绩效反馈

助手的互动过程中，人工智能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对个体绩效反馈接受度的影响，对该关联进行解释性检

验，并基于研究结论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绩效管理体系提出了相关建议。 

2.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2.1. 人工智能的社会角色对绩效反馈接受度的影响 

随着 GPT-4、Claude3.0 等高级 AI 系统的问世，人工智能不仅展现出日益增强的生成功能，还逐渐

发展出丰富的情感智能，使得 AI 能够与人类进行更为复杂和自然的社会交往与情感互动[9] [10]。新兴技

术的引入改变了员工的工作惯例和原有的利益分配结构，通常会加剧员工的不确定感，并加大遭到抵制

的可能性[11]。而且，即便算法比人类决策者更优越，人们仍然会有“算法厌恶”的表现[12] [13]，甚至

为了反对 AI 决策选择牺牲效率[14] [15]。这种情感反应可能造成员工在接受 AI 绩效反馈时会有更多顾

虑。 
许多学者都强调了人工智能的社会性特征，认为即便用户知晓机器人的身份，他们仍会采用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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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交往的方式与机器人进行互动，这与媒介等同理论效应相符[16]。在招聘过程中，参与者认为人工智

能无意中可能会放大训练数据中的偏见，从而造成结果的不公平[17]。因此，AI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

用，尤其是在绩效管理中，面临着员工的信任问题。而通过拟人化技术——包括外观[18]、声音[19]、动

作[20]、心理能力[21]等不同层次的拟人化操作，或许会改变用户对人工智能的消极态度。 
研究表明人机情感依恋和智能语音助手的拟人特性存在正向关联，即拟人化设计有助于促进人机

之间的情感纽带[22]。此外，人性化的表达与友好的态度可以让用户无知觉中将机器人视为普通用户[16]。
这些发现表明，将拟人化人工智能作为绩效反馈助手，一定程度上对增强员工接受意愿是有正向作用

的。 
进一步的研究指出，与具有工程师特质的数字化装置相比，具有朋友特质的数字设备更能唤起用户

的品牌温暖感知[23]；并且拟人化产品更能引导他们增加消费[24]，并将产品视为朋友并保存更长时间，

他们认为替换它是对朋友的不忠诚[25]。接着，研究人员的实验结果进一步表明，拟人化程度(人类化 vs.
机器化)与社会角色(仆人角色 vs.顾问角色)对人机情感依恋有显著影响[26]。即其人物形象和交流方式都

更像真人并担任顾问角色时，消费者的情感依恋更强。类似地，沈鹏熠等(2023)通过单因素组间实验发现，

朋友型聊天机器人能够显著提升用户的控制感和身份认同感，从而提高用户的情感依恋程度[27]。这些研

究表明，在职场环境中，当 AI 助手扮演“伙伴”角色时，能提升员工的情感依恋，使其更愿意接受 AI
提供的绩效反馈建议。 

本文根据上文对于伙伴与仆人角色定义，参考 Rhee (2020) [28]的智能语音设计思路，从正式-非正式

确立了分类体系，结合职业场景，分别选择了伙伴以及专家两种角色。 
其中“伙伴型”角色定位于非正式关系，可以被看作是有益于自身绩效提升和自我学习的信息源，

互动的语气类似朋友之间的日常聊天，沟通更富有个性。互动环节将以“亲爱的小伙伴”作为对话的开

头，采用“你”、“咱们”等非正式用词进行沟通。对于正式角色而言，本文选择“专家”而不选“仆

人”，对于企业而言，“专家”可以被看作一种技术引用。互动环节将以“孙专员”作为对话开头，采用

“说明”、“根据数据分析”等正式用词。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与理论推导，可以认为在普通职员工作场景下，鉴于普通职员的绩效反馈更多是

简单决策，伙伴型 AI 助手能增强用户对人工智能的情感依恋，进而增强对其反馈建议的接受度，具体假

设如下所述： 
H1：在社媒电商行业员工作场景中，相比“专家”型绩效反馈助手，员工更偏好于接受“伙伴”型

AI 助手的绩效反馈建议。 

2.2. 人机信任的中介作用 

学者们指出，信任涵盖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29]，人工智能凭借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能够提高

绩效反馈的准确性，并消除人类在绩效反馈中的主观性和偏见性[30] [31]。申和朴(2019 年)研究了公平性、

问责制和透明度(FAT)在预测用户对算法满意度方面的作用，发现信任度较低的用户问题持更怀疑的态度

[32]。申的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了 FATE(公平性、问责制、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信任和接受度[33]
之间的关系，并发现信任在塑造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认知和用户体验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过去针对人

工智能在不同场景中的信任情况展开诸多研究，包括算法新闻[34]、医疗保健人工智能[35]、以及用于招

聘和工作评估的人工智能[31]，上述文献发现，信任在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接受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已有研究表明，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剖析员工绩效数据，能大幅增强绩效分析的精准度和反馈质量，

最终促进员工的生产力的提高[30]。然而，当员工收到来自人工智能的绩效反馈时，往往会对反馈建议产

生负面看法，并不愿意按照人工智能的指令进行改进，这种对 AI 的抵抗会影响员工生产力。这体现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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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在绩效反馈的复杂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拥有强大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其接受度受到信任度的

影响。这一系列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在设计上融入相关角色特质，对促进人机关系上是有影响的。 
人工智能融合了功能与类人的能力[36]，学者对此作出了研究：朋友型聊天机器人可能会提高顾客在

人机交互过程中的愉悦与温暖感知，进而促进情感依恋[23]，智能助手的具身化能够增强信任，因为用户

能更好地感知其社会关系存在[37] [38]；拟人化与更强的信任恢复力相关，能够防止信任丧失[18]。 
结合相关文献分析与理论推导，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不同类型 AI 绩效反馈体系社会角色对反馈接受意愿的影响过程中，人机信任感起到中介作用。 
H3：朋友类型 AI 绩效助手更能增强员工对智能助手的信任，进而增强社媒电商行业员工的接受意愿。 

3. 前测实验 

本文以视频的方式呈现员工与 AI 绩效助手的互动过程，并以字节跳动巨量引擎作为 AI 绩效助手的

载体；“林顿”与“启明”被选为“专家型”与“伙伴型”AI 绩效助手的名称，并通过被试满意度测试，

排除名称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的影响。在正式实验中，研究者根据日常办公场景编写对话内容，利用阿

里云平台智能语音交互制作语音条，仅智能助手的语音有所区别，并制作实验视频，确保素材适用于正

式实验。 
前测实验在见数平台采用 HBO 行为实验法进行，测试参与者对智能助手的感知度。实验向被试展示

了 4 种情境，其中包含 1 个测试情境。观看结束后，被试对情景喜爱程度做出判断(q = 喜欢，w = 不喜

欢)并填写语音偏好问卷，此过程的决策时间会被记录用于数据统计。 
HBO 行为实验共招募了 40 名被试，结果表明，被试最喜欢情景的频次依次为成熟女声 (N = 22)、

成熟男声(N = 11)、儿童女声(N = 7)和；关于是否喜爱情境的选择上，频次依次为成熟女声(N = 32)、成

熟男声(N = 21)、儿童女声(N = 17)。研究发现，可能是因对体验差、易引发抵触的智能语音能更快作出

反应，所以被试对“q (喜爱)”的反应时间长于“w (不喜欢)”。 
上述 HBO 行为实验初步验证被试对成熟女性声线的喜爱度更高，进一步地，研究者对被试反应时间

展开探索。实验分析首先排除了性别因素的影响(p > 0.05)，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对成熟女声

的“q”反应时间与儿童女声有显著差异，而与成熟男声无显著差异，(M 成熟女声 = 8754 mS, M 儿童女声 = 11654 
mS, p < 0.05; M 成熟女声 = 8754 mS, M 成熟男声 = 9815 mS, p > 0.05)，结合以上结果，实验表明被试对成熟女声

的喜爱度更高。 
在本次研究中，共招募了 80 名被试参与社会角色感知实验，分别观看 2 组实验视频素材，剔除无效

问卷，得到“伙伴组”(N = 34)、“专家组”(N = 34)两组数据。为检验 AI 绩效助手社会角色的塑造效果，

采用 Rhee 和 Choi (2020) [28]设计的智能产品角色评价量表，结合本研究的角色类型，围绕 AI 助手的语

气、沟通方式等四个维度设置角色测量量表； 
由于绩效反馈助手应用于特定工作场景，前测实验将被试限定为社媒电商平台从业者，并且将使用

过 AI 助手作为实验前提，以免专业知识不足干扰实验结果与智能助手满意度。 
统计结果表明，本研究在对智能助手的角色塑造上是易于区分的。具体而言，伙伴组 AI 助手的伙伴

特质分数要显著高于专家特质分数(N = 34, M 伙伴型 = 5.72; M 专家型 = 4.57; F = 4.825, p = 0.019 < 0.05)；专家

组 AI 助手的专家特质分数要显著高于伙伴特质分数(N = 24, M 专家型 = 5.69; M 伙伴型 = 4.61; F = 9.021, p = 
0.003 < 0.01)。在满意度方面，“林顿”和“启明”无显著差异(M 伙伴型 = 6.37; M 专家型 = 6.29; p = 0.457)表
明助手名称偏好对研究没有影响。 

在职业选择方面，本文针对社交媒体电商平台进行研究，选取了 3 种候选的高客观性的职业：数据

分析师、广告投放师和市场营销专员以及 3 种候选的高主观性职业：客服、社交媒体内容创作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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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专员。由 40 名被试完成上述六类职业的性质测试，最终确定使用性质均衡的社媒运营任务(M 社媒 = 
4.17)作为实验一材料。在实验二中将以广告投放作为高客观性任务，客服作为高主观性任务((M 广告投放 = 
6.02, M 客服 = 1.47, p < 0.05)进行实验。 

4. 人机信任中介效应检验 

4.1. 实验设计与流程 

首先，问卷包含甄选、人机信任感(Choung 等，2023 [39]; Hu 等，2021 [40])、绩效反馈接受意愿(吴
继飞等，2020 [41])和人口统计信息四个模块。其中人机信任感共有 9 个题项，包含功能信任和类人信任

两个维度，类人信任又分为仁慈和诚实两个维度[28]，人机信任感和绩效反馈接受意愿量表见表 1。两组

被试分别观看一分半左右的 AI 绩效反馈视频素材，听取 AI 的相关绩效反馈和建议。视频中被试的身份

为社交媒体运营人员，该岗位的工作任务同时具有客观属性和主观属性，能避免因任务类型的属性带来

的信任偏差。 
 

Table 1. Measurement scale 
表 1. 测量量表 

变量 名称 题目 

因变量 绩效反馈接受意愿 

在上述实验情景中，我愿意遵从 AI 助手的绩效反馈建议 

在上述实验情景中，我愿意接受 AI 助手的分析 

在上述实验情景中，我愿意根据 AI 助手的建议提高绩效 

中介变量 人机信任感 

我的 AI 助手的反馈建议对我完成绩效是有帮助的 

我的 AI 助手在该领域的见解是专业的 

我的 AI 助手在与我的互动中有效且是具备胜任力的 

我的 AI 助手致力于帮助我完成工作，而不是出于私利 

我的 AI 助手会注意我在工作中的心情而适当措辞 

我如果寻求帮助，我的智能助手会尽力协助我 

我的 AI 助手是诚实的，没有故意给我错误的建议 

我的 AI 助手在与我打交道时是诚实的 

我的智能助手是真诚的 

 
实验使用单因素组间设计，探讨专家型和伙伴型对 AI 绩效反馈建议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人机信任感

的中介效应。本实验在见数平台共招募 120 名被试，设定被试职业为社交媒体运营人员才可作答，通过询

问被试工作中是否接触过 AI 绩效反馈助手、以及 AI 使用频率等相关问题对被试做出甄选。在剔除未通过

甄选题和回答质量较差的问卷后，共获取有效样本 100 份，其中“专家”组 50 人，“伙伴”组 50 人。 

4.2. 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各变量的 Cronbach’ α值都大于

0.7，因此该量表的整体信度较高。 
本研究先排除了性别、年龄、学历对 AI 助手满意度的影响(p > 0.05)，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面

对“专家”和“伙伴”两种角色时，使用者更愿意接受伙伴型的绩效反馈建议(M 伙伴型 = 6.09, SD = 0.71; M
专家型 = 5.74, SD = 0.79; t = −4.08,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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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ults of variable reliability analysis 
表 2. 变量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Cronbach’s Alpha 系数 项数 

推荐接受意愿 0.752 3 

人机信任 0.778 9 

 
关于人机信任感对 AI 绩效反馈接受意愿的中介作用，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在人机信任感方面，

参与者表现为“伙伴”组高于“专家”组(M 伙伴型 = 6.06, SD = 0.51; M 专家型 = 5.76, SD = 0.57; t = −8.05, p < 
0.01)进一步对上文中的功能信任与情感信任层面进行比较检验，发现伙伴型在与员工之间的类人信任的

建立上强于专家型，而在功能信任维度与专家型无显著差异(M 伙伴功能 = 6.08, M 专家功能 = 6.10, p = 0.77; M 伙

伴类人 = 6.05, M 专家类人 = 5.53, p < 0.001)，这表明，在工作场景中，员工对伙伴型 AI 助手的信任度要高于专

家型，因此 H3 得到验证。 
表 3 中，仅纳入“角色类型”时，模型解释力较弱(调整后 R² = 0.108)，但仍显著(F = 12.945, p = 

0.001)，说明角色类型对意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0.342, p = 0.001)。第二步引入“人机信任”后，模型

拟合度提高(调整后 R² = 0.181)，且“人机信任”显著预测意愿(β = 0.347, p = 0.002)，而“角色类型”变

得不显著(β = 0.143, p = 0.200)。表明在人机信任的加入下，角色类型的预测力下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

出，当“人机信任”未进入模型时，“角色类型”对意愿的预测显著(β = 0.342, p = 0.001)。但在“人机

信任”加入模型后，“角色类型”的回归系数下降为 0.143，且不再显著(p = 0.200)，而“人机信任”对

意愿的影响显著(β = 0.347, p = 0.002)。这表明“人机信任”在“角色类型”影响“意愿”的关系中起到

中介作用。 
 

Table 3. Results of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指标 模型 1 (角色) 模型 2 (角色 + 信任) 

角色类型 β = 0.342, p = 0.001 β = 0.143, p = 0.200 

人机信任  β = 0.347, p = 0.002 

调整后的 R² 0.108 0.181 

F 值 F = 12.945, p = 0.001 F = 11.975, p = 0.000 

 
依据 Preacher 等(2007) [42]以及 Hayes (2013) [43]给出的 Bootstrap 检验法，再度开展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通过采用 Bootstrap 检验法，验证了角色(林顿 vs 启明)对接受意愿的影响及其通过人机信任感(功
能信任与类人信任)的中介作用。根据数据分析，人机信任在角色和接受意愿之间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如表 4，社会角色对接受意愿的总效应达到了 0.353，且置信区间为[0.158, 0.548]，区间不包含零，表明

社会角色对接受意愿的整体影响是明显存在的。但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角色对接受意愿的直接效应为

0.148，相应的置信区间是[−0.080, 0.375]，涵盖零，说明直接效应不显著。相反，通过人机信任的间接效

应为 0.205，置信区间为[0.079, 0.329]，不包含零，表明通过人机信任，角色对接受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

这意味着人机信任在角色与接受意愿之间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尽管角色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通过

人机信任，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显著。因此，人机信任在这一模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因此 H2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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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utility of human machine trust 
表 4. 人机信任的中介效用分析 

效应 效应 Effect 95%执行区间 结果 

总效应 0.353 [0.158, 0.548] 显著 

直接效应 0.148 [−0.080, 0.375] 不显著 

间接效应 0.215 [0.079, 0.329] 显著 

5. 总结 

本文基于人机互动原理，研究了 AI 绩效助手的社会角色对社媒电商行业员工绩效反馈接受意愿的影

响机制。具体而言，电商工作中，伙伴型社会角色的 AI 绩效反馈助手更能让员工接受绩效反馈建议，此

结论是基于如今的职场 AI 绩效反馈助手尚未完全实现高度拟人化，尚不至于产生“恐怖谷”效应，有限

的互动程度和较强的分析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建立对 AI 绩效反馈助手的好感。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本文拓展了互动角色的研究视角，以往人机互动原理相关研究多聚焦于

通用的人机交互场景及体验等方面，本文将其具体应用到 AI 绩效助手与员工绩效反馈这一特定情境中，

深入探究不同社会角色的 AI 绩效助手对员工反馈接受意愿的影响，拓宽了人机互动理论在组织管理及绩

效反馈领域的应用范围，为后续研究从更多维度剖析人机互动在工作场景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参考案例。 
其次，本研究丰富了影响机制，详细阐述了 AI 绩效助手的社会角色如何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员工绩效

反馈接受意愿，比如伙伴型因为高度拟人化、互动程度与分析能力的综合作用而被员工接受，这一机制

的发现加深了对人机互动中情感、功能等多因素交织影响员工心理及行为的理论理解，有助于完善人机

互动理论中关于特定工作辅助工具影响个体行为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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